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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途同归”：沟通方式

对食物浪费行为的影响机制分析

廖 芬 青 平 孙 山 刘贝贝

摘要：为了有效减少食物浪费，就必须了解不同沟通方式对食物浪费行为的影响及其机理。本

文研究发现：沟通方式显著减少食物浪费行为，发布式沟通可以提高主观规范，进一步减少食物浪

费行为，而反馈式沟通则可以增强责任感，进一步减少食物浪费行为；对于生活方式在沟通方式与

主观规范、责任感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而言，领导意识弱的个体面对发布式沟通时较容易增强其主

观规范，而怀旧意识强的个体面对反馈式沟通时较容易产生责任感。

关键词：发布式沟通 反馈式沟通 食物浪费行为 生活方式

中图分类号：F323.2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全球生产的可供人类消费的食物中，大约有 1/3最终没有被消费（Lipinski et al.，2013），致使

每年约有 1.3×109吨的食物被损耗或浪费。据调查显示，中国每年仅餐饮业就浪费高达 8×106吨的蛋

白质和 3×106吨的脂肪，相当于 2亿人 1年的消耗量。食物浪费除了增加经济负担（例如增加不必

要的财政支出）（FAO，2013）和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例如影响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Buchner et

al.，2012）外，大量的食物浪费还会对环境产生影响，因为食物生产过程会消耗水和土地等资源，

而过多的资源消耗则会对环境产生威胁，并且食物生产过程中也会排放温室气体。

食物浪费已经成为阻碍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因此，如何减少食物浪费引起了政

府和学者的广泛关注。以往的相关研究大多关注如何测量食物浪费量以及食物浪费的后果（例如

Koivupuro et al.，2012；Kummu et al.，2012；Silvennoinen et al.，2014），很少有研究关注如何减少

食物浪费。近年来，关于食物浪费影响因素的研究逐渐增加，学者们从各个方面研究了态度、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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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觉行为控制、家庭因素、消费习惯、知识技能等对食物浪费的影响（例如Koivupuro et al.，2012；

Schmidt，2016；Stance et al.，2015；Visschers et al.，2015；Wang et al.，2014），但对如何能减少食

物浪费仍然知之甚少。

现实生活中，通过宣传、沟通引导个体减少食物浪费的现象十分普遍，给个体提供食物浪费的

相关信息，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与后果之间的联系有助于改善其行为。而且同一种沟通方式对

个体的影响也是不尽相同，这主要是由于个体的生活方式也不同。因此，本文主要研究沟通方式与

减少食物浪费行为之间的关系并揭示其影响机制，还研究生活方式（领导意识和怀旧意识）在沟通

方式与主观规范、责任感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二、文献回顾及研究假说

（一）沟通方式对食物浪费行为的影响

沟通对个体感知和行为具有重要影响。根据精细可能性模型（elaboration likelihoodmodel，ELM）

（参见 Petty and Cacioppo，1986），个体的态度改变主要有两条路径：中心型和边缘型。当个体态

度改变是认真考虑综合信息的结果时，这样的改变遵循的是中心型路径。当个体不考虑信息本身的

特性或证据，而是将该信息同诸多线索联系起来，从而实现态度的改变时，这样的改变遵循的是边

缘型路径。这两条路径的主要区别在于个体有没有对所提供的信息进行思考。边缘型路径可能会发

生得很快，不需要逻辑或真正的想法，此时个体启动边缘型信息处理系统；而中心型路径则涉及更

多的思想和信息对个体影响的考虑，此时个体启动中心型信息处理系统。以往的研究表明，这两条

路径都是有益的，都可能导致人们态度的改变（Petty and Cacioppo，1986）。

在沟通中呈现与减少食物浪费有关的信息能够帮助个体改变他们的食物浪费行为，并有利于减

少食物损失（Kantor，1997），因为让个体意识到自己行为的积极效果可能会改善他们的行为（Stern，

2000；Joireman et al.，2004）。而Whitehair et al.（2013）也验证了简单的提示型信息和反馈型信息

对个体食物节约行为的影响。上述研究均表明，沟通对个体的食物节约行为有积极影响。

因此，使个体了解食物浪费的信息类型和意识到食物浪费有助于减少其食物浪费行为（Whitehair

et al.，2013）。借鉴Whitehair et al.（2013）的研究，本文将沟通方式分为发布式沟通（release-type

communication）和反馈式沟通（feedback-type communication），来研究沟通方式对个体食物浪费行

为的影响。发布式沟通是指在沟通宣传时只是简单呼吁个体要节约食物，包括“一米一粟当思来之

不易，爱粮节粮须知人人有责”“珍惜粮食、远离浪费”等信息，“简单告知个体应该节约食物”是

其主要特点；反馈式沟通则是指在沟通和宣传时提供详细的食物浪费信息，如每天的浪费量、浪费

的食物量可以养活多少饥饿人口以及个体自己浪费了多少食物等，“使个体把食物节约与自身联系起

来”是其主要特点。

借鉴 Stancu et al.（2015）对食物浪费的定义，本文将食物浪费定义为个体在日常的食物消费过

程中所有扔掉的可以食用的食物和饮料（如米饭、水果、蔬菜和牛奶）。

沟通有助于个体改善其行为（Stern，2000）。当个体处于发布式沟通情境时，由于信息简单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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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且信息发布者一般为政府、学校或其他公益组织，可信度较高，不需要个体的逻辑或想法，此

时个体会启动边缘型信息处理系统，主要关注信息本身。发布式沟通所传达的是简单要求个体节约

的信息，这些信息是正面的、积极的，个体会对信息有较高的认同程度，从而减少食物浪费。

而当个体处于反馈式沟通情境时，由于信息较多且较复杂，个体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对信息进

行深度思考，此时个体会启动中心型信息处理系统对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反馈式沟通会提供详细的

有关食物浪费的信息，个体会将食物浪费与自身行为联系起来，对信息产生较高程度的认同，从而

减少食物浪费。

虽然两种信息处理方式均有利于个体减少食物浪费，但中心型路径比边缘型路径所引起的行为

改变更持久（Petty and Cacioppo，1986）。因此，相较于发布式沟通，反馈式沟通更能引发个体节约

食物。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1：相较于发布式沟通，反馈式沟通能更有效地减少食物浪费。

（二）主观规范的中介作用

主观规范是个体感知的社会压力或社会规范，主要来源于对其他人规范期望的信念（Ajzen，

2002）。个体行为主要由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所影响（Ajzen，2001；侯博、应瑞瑶，2015）。

以往很多学者都研究了这三者对食物浪费行为的影响，如对食物浪费的态度、知觉行为控制会显著

地影响食物浪费行为（Koivupuro et al.，2012；Schmidt，2016；Visschers et al.，2016）。但是，关于

主观规范对食物浪费行为的影响却没有一致性的结论。有学者认为主观规范与食物浪费行为不相关

（Graham-Rowe et al.，2014；Stefan et al.，2013），但也有研究表明主观规范能有效减少家庭的食物

浪费量（Visschers，2016）。这可能是由于前者测量的是有关食物浪费的主观规范，而后者测量的则

是主观规范和个人规范。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研究规范对食物浪费行为的影响。本文研究沟通方式

对食物浪费行为的影响，个体面对的是节约食物的说服信息，此时主要感知到国家、社会对“我”

的期望和要求，因此，本文主要研究主观规范对个体食物浪费行为的影响。

当个体处于食物节约信息的发布式沟通情境时，个体会启动边缘型信息处理系统，主要关注信

息本身。如果沟通所提出的要求是正面的、积极的，则个体容易对沟通内容所要求的规范（即减少

食物浪费）产生认同。发布式沟通所传达的是简单要求个体节约的信息，此时个体会产生较强的规

范感知，认为是国家、社会需要“我”节约食物，而这种规范感知会带给他们较大的外在压力。为

了满足这种外在的要求和期望从而减轻外在压力，他们会减少食物浪费。因此，发布式沟通会增强

个体的主观规范，并进而影响其食物浪费行为。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2a：主观规范在发布式沟通对食物浪费行为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

（三）责任感的中介作用

责任感是一种内化了的行为规范（Schwartz，1968），环境责任感是指个体对环境问题采取环保

行为的责任感和道德感（Hines et al.，1987）。本文主要关注如何减少个体的食物浪费量，研究的是

个体对待减少食物浪费的责任感。减少食物浪费行为的责任感是指个体在对待食物浪费这一问题上

减少食物浪费的责任感和道德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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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感对个体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具有责任感的个体，会认为自己应该采取有利于环境的行为，

这是“我”应该做的事，因此会积极主动、认真负责地采取环保行为，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能产生相

应的情感体验；而如果没有采取有利于环境的行为，个体会产生负罪感。以往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个

观点。如 Schwartz（1992；1994）的研究表明，个体的道德规范越强，越容易采取利他行为。而 Scott

et al.（2000）则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有很多不同类型的影响居民消费行为的因素，其中最主要的一

个影响因素是居民在人际交往活动中所形成的对社会和环境的责任感。并且有研究也表明，环境道

德感是影响个体环保行为的主要因素（Stern et al.，1995；Nordlund and Garvill，2002；Kaiser et al.，

2003）。而食物节约行为是典型的利他行为，对资源与环境有重要意义。因此，责任感也是影响食物

节约行为的最主要因素。基于此考虑，责任感可能成为反馈式沟通与食物浪费行为之间的一个重要

中介变量。

当个体处于反馈式沟通情境时，个体会启动中心型信息处理系统，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对信息进

行深度思考和对比分析，并且会将食物浪费行为与自身行为联系起来，从而意识到减少食物浪费的

重要性以及自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肩负的责任，即个体认为“我”有责任减少食物浪费行为。当

个体具有减少食物浪费的责任感时，一方面会感受节约食物带来的满足感和愉悦感，另一方面也会

评估浪费食物的后果，并且容易把这种后果归因于自身的不足。这都会促使个体自发、真诚地采取

节约食物的行为。因此，反馈式沟通会增强个体的责任感，并进而影响其食物浪费行为。基于此，

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2b：责任感在反馈式沟通对食物浪费行为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

（四）生活方式的调节作用

生活方式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与社会条件下，各个民族、阶级和社会群体的生活模式。生活

方式不仅受到人口统计变量（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等）的影响，也受到社会因素（如

个体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等）的影响，大多数类型的生活方式还包括价值判断。生活方式主要是

指人们花费时间和金钱的方式（Englis and Solomon，2000）。

以往关于生活方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市场细分（例如Cosmas，1982）；消费者特征

描述（例如 Burnett，1981）；不同国家、区域和家庭的生活方式比较分析（例如 Tai and Tam，1996；

Tai and Tam，1997）；生活方式趋势分析（例如 Pressemier and Handelsman，1984）；生活方式对消费

者废弃物回收行为的影响（例如Kidwell et al.，2013）；生活方式对生态消费行为的影响（例如刘文

兴等，2017）。而关于生活方式对食物浪费行为影响的研究（例如 Lorenzen，2012；Koivupuro et al.，

2012；Parizeau et al.，2015；Williams et al.，2012）较少。但在现实中，食物浪费行为与生活方式密

切相关，例如购买习惯会影响食物浪费量，怀旧意识也会对食物浪费产生影响。因此，研究生活方

式对食物浪费行为的影响十分有必要。

以往的研究发现，生活方式主要有怀旧意识、领导意识、价格意识、时尚意识、家庭观念和社

区意识（Spillan et al.，2008；Kucukemiroglu et al.，2007；陈文沛，2011；何志毅、杨少琼，2004；

王海忠，2002；潘煜等，2009）等维度。虽然生活方式的维度较多，但在设计量表时，应根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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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来确定生活方式包含哪些维度（Plummer，2000）。参考前人的研究发现（例如王海忠，2002；

Spillan et al.，2008；潘煜等，2009），生活方式影响个体食物消费行为主要有领导意识和怀旧意识两

个基本维度，只是不同的研究对这两个维度的命名和表述有所不同。领导意识和怀旧意识对个体食

物浪费行为具有显著影响，且在以往研究中反复被提及，因此，本研究对生活方式的测量主要采用

这两个维度。

领导意识是指个体的独立自主意识以及对他人决策的影响程度（Spillan et al.，2008；王海忠，

2002；何志毅、杨少琼，2004）。领导意识强的个体在面对简单要求其节约食物的信息时会增强其主

观规范，且由于其自我要求较高，希望以身作则从而影响他人，因而会将主观规范内化进而增强其

主观规范。而领导意识弱的个体依存性较高，对自我要求较低，也不希望自己能影响他人，因而其

主观规范的内化程度较低，在看到简单要求其节约食物的信息时并不会产生很强的主观规范感知。

由此可见，领导意识不同的个体，其主观规范受发布式沟通影响的程度存在差异。基于此，本文提

出以下假说：

H3a：领导意识调节了发布式沟通与主观规范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这一调节作用对于领导

意识强的个体较强，而对于领导意识弱的个体则较弱。

怀旧意识是指个体对传统以及过去事物的看法和态度（Spillan et al.，2008；Kucukemiroglu et al.，

2007；陈文沛，2011）。怀旧意识强的个体尊重传统，十分恋旧，而节约食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这类个体面对反馈式沟通时，看到较为复杂的信息时很容易联想到自身，从而意识到自己在减少食

物浪费中的责任以及自身行为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从而产生较强的责任感。而怀旧意识弱的个体对

事物持有开放包容的心态，追求时尚，积极进取，对过去传统的遵守意愿不强烈。这类个体面对反

馈式沟通时，并不会产生较强的责任感。由此可见，怀旧意识不同的个体，其责任感受反馈式沟通

影响的程度存在差异。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H3b：怀旧意识调节了反馈式沟通与责任感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这一调节作用对于怀旧意

识强的个体较强，而对于怀旧意识弱的个体较弱。

综合上述分析和假说，建构本研究的理论模型（见图 1）。

食物浪费行为
发布式沟通 主观规范

生活方式（领导意识）

责任感反馈式沟通

生活方式（怀旧意识）

图 1 理论模型示意图



“殊途同归”：沟通方式对食物浪费行为的影响机制分析

- 6 -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程序

本研究通过三个实验对上述研究假说进行验证。实验一检验沟通方式对个体食物浪费行为的影

响；实验二检验主观规范和责任感的中介作用；实验三检验领导意识和怀旧意识的调节作用。本文

采用准实验法，根据Whitehair et al.（2013）的研究改编形成模拟情境材料，通过实验材料刺激消费

者，观察不同沟通方式对个体主观规范和责任感的影响以及如何进一步对食物浪费行为产生影响，

并验证领导意识和怀旧意识的调节作用。实验一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设计了初步的调查问卷，然后

对问卷进行了预测试，根据测试结果对问卷进行了修改，最后确定本研究的正式问卷。

（二）实验一

1.前测。实验一的主要目的是验证假说 1，揭示沟通方式对个体实际食物浪费行为的影响。为了

检验被试能否区分发布式沟通和反馈式沟通，实验人员在“问卷星”网站上邀请 65名被试进行预测

试，被试阅读关于沟通方式的材料，根据材料对测量问项
①
进行打分。结果显示，被试对两种材料

的判断存在显著差异，发布式沟通和反馈式沟通的平均值分别为：M 发布式沟通=2.26②
，M 反馈式沟通=5.73，

t(63) = -10.19，p < 0.001。这说明，实验一对沟通方式的操纵是成功的。

2.被试与实验设计。该实验使用与前测相同的刺激材料，通过“问卷星”网站随机向网民推送。

共发放 200份问卷，排除填写不完整、对沟通方式操纵失败的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157份，回收率

为78.50%。有效数据中被试的平均年龄为25.19岁（SD=3.93③
），其中，男性占40.10%，女性占59.90%。

实验随机
④
将被试分为发布式沟通组和反馈式沟通组，要求被试在早上 9点首先阅读在前测中

设计的有关沟通方式的材料，每名被试只会随机看到发布式沟通或反馈式沟通中的一种，随后在中

午 12点到下午 2点半完成食物浪费的测量，最后回答操纵性检验的问题。

3.变量操纵与测量。实验一通过让被试阅读不同的相关描述材料来呈现不同的沟通方式，根据

“此种沟通方式是哪种沟通方式”来衡量沟通方式的操纵是否成功
⑤
。测量采用 7点评分，1 表示

发布式沟通，7 表示反馈式沟通。分值越大，表示被试感知的沟通方式越倾向于反馈式沟通；分值

越低，表示被试感知的沟通方式越倾向于发布式沟通。

食物浪费量的测量问项改编自 Stancu et al.（2015）的量表，采用的是自我报告的食物浪费量。

被试在早上阅读沟通方式的刺激材料后，在午饭后（中午 12点到下午 2点半）对自己的食物浪费

①
问项即为“此种沟通方式是哪种沟通方式？”。

②M表示平均数，下文中所有的M均表示平均数。

③SD表示标准差。

④
本文所有进行实验的被试由计算机随机地分为发布式沟通组或反馈式沟通组。以上操作均由“问卷星”网络平台实

施，并且三个实验中两组被试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均无显著差异（见表 1、表 2和表 3）。
⑤
操纵是否成功表明个体对于两种沟通方式的感知是否有区别，以检验不同沟通方式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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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进行自我报告。问项共包含 5题，例如“今天，你倒掉了多少主食”“今天，你倒掉了多少肉和鱼”

“今天，你扔掉了多少新鲜蔬菜和水果”。测量均采用 11点李克特量表评分，1 表示没有浪费，11 表

示浪费了 100%，分值越高代表浪费量越大。食物浪费量的Cronbach’s α系数值为 0.86，表明量表具

有良好的信度。

4.分析与结果。本文先对自变量的操纵进行检验，结果显示，被试对两种材料的判断存在显著

差异（M 发布式沟通＝2.76，M 反馈式沟通＝5.73，F(1, 155) = 173.53，p < 0.001）。这说明，实验中对发布式沟

通和反馈式沟通的操纵是成功的；并且两组被试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均无显著差异（见表 1）。

为了检验沟通方式对个体实际食物浪费行为的影响，本文以食物浪费量为因变量，以沟通方式

（发布式沟通、反馈式沟通）为自变量进行方差分析。分析结果表明，相较于发布式沟通，反馈式

沟通能更有效地减少食物浪费量（发布式沟通和反馈式沟通所导致的食物浪费量的平均值分别为：

M 发布式沟通=1.78，M 反馈式沟通=1.44，F(1,155) = 4.64，p < 0.05）。因此，假说H1成立。

表 1 实验一中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

变量
全部（n=157） 发布式沟通（n=86） 反馈式沟通（n=71）

F值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性别 0.400 0.492 0.400 0.492 0.410 0.495 0.027

年龄（岁） 25.190 3.926 25.370 4.133 24.970 3.676 0.403

受教育程度 4.360 0.832 4.410 0.950 4.300 0.663 0.693

月净收入（元） 1579.480 1120.054 1591.080 1260.678 1564.930 923.105 0.414

户籍归属 0.460 0.500 0.490 0.503 0.440 0.499 0.000

注：①性别：男=1，女=0（下文相同）；②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1，高中或中专=2，大专=3，本科=4，硕士

及以上=5；③户籍归属：城镇=1，农村=0（下文相同）；④所有的差异均不显著。

（二）实验二

基于实验一的结果，实验二试图考察沟通方式影响食物浪费行为的内在机制，揭示不同沟通方

式如何影响个体的食物浪费行为。

1.被试与实验设计。实验二的目的是考察主观规范在发布式沟通对食物浪费行为影响中的中介

作用和责任感在反馈式沟通对食物浪费行为影响中的中介作用。本文采用与实验一中相同的刺激材

料，观察被试的食物浪费行为。为提高样本的多样性，本实验共邀请 200名本科生参加，回收有效

问卷 169份，回收率 84.50%。其中，男性占 40.24%，女性占 59.76%。具体的实验操作程序为：被

试被随机分配到发布式沟通或反馈式沟通两组中的任意一组。首先在早上九点告知被试仔细阅读沟

通方式的刺激材料，随后完成主观规范和责任感的测量，最后在中午 12点到下午 2点半完成食物

浪费的测量。

2.变量操纵与测量。实验二使用与实验一相同的材料来操纵沟通方式，根据“此种沟通方式是

哪种沟通方式”来衡量沟通方式的操纵是否成功。测量采用 7点李克特量表评分，赋值方式与实验

一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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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规范的测量问卷改编自Knussen et al.（2004）的主观规范问卷，问卷包含 3个题项，例如

“那些对我有重要影响的（或我很在乎的）人认为我应该减少食物浪费”。责任感的测量问卷改编自

Bamberg（2013）的个人责任感问卷，问卷包含 4个题项，例如“我有责任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节

约粮食”“不管别人怎么做，我都会去节约粮食”。测量均采用 7点李克特评分，1代表完全不同意，

7代表完全同意。分值越大，表示被试同意的程度越高。主观规范和责任感的平均值分别为：M 主观

规范＝6.13，M 责任感＝6.05，主观规范和责任感的Cronbach’s α系数值分别为 0.87、0.93，表明量表具有

很高的信度。使用与实验一相同的量表来测量食物浪费量，食物浪费量的Cronbach’s α系数值为 0.86，

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

考虑到个体的主观规范、责任感与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会存在较大的关联，以及个体的食

物浪费行为会受到户籍归属、收入等因素的影响，本文将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户籍归

属视为可能对食物浪费行为产生系统外影响的变量并加以控制。

3.分析与结果。在实验二中对沟通方式进行操纵，结果显示，对于发布式沟通和反馈式沟通的

操纵是成功的，两种情境有显著差异（发布式沟通和反馈式沟通的平均值分别为：M 发布式沟通＝2.83，

M 反馈式沟通＝5.56，F (1,167) = 134.75，p < 0.001）；并且两组被试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均无显著差异（见

表 2）。

本文采用Bootstrap中介检验方法（参见Hayes，2013）检验主观规范在发布式沟通与食物浪费

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Bootstrap的抽取次数选择为 5000，本文以发布式沟通为自变量，以主观规范

为中介变量，以食物浪费量为因变量，以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和户籍归属为协变量进行

回归。结果显示，发布式沟通通过主观规范影响食物浪费行为的间接效应（回归系数为-0.0683）在

95%的置信区间[-0.1851, -0.0011]上显著。发布式沟通对食物浪费行为的直接效应不显著（回归系数

为-0.0673，p > 0.05）（见图 2）。这表明，主观规范在发布式沟通对食物浪费行为的影响中起到了中

介作用，即假说H2a得到验证。

表 2 实验二中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

变量
全部（n=169） 发布式沟通（n=88） 反馈式沟通（n=81）

F值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性别

年龄（岁）

受教育程度

月净收入（元）

户籍归属

0.400

25.120

4.370

1623.320

0.520

0.492

3.854

0.843

1111.675

0.513

0.400

25.430

4.420

1597.100

0.520

0.492

4.065

0.956

1240.913

0.502

0.410

24.780

4.320

1652.600

0.490

0.494

3.606

0.704

954.142

0.503

0.016

1.216

0.585

0.101

0.139

注：所有的差异均不显著。



“殊途同归”：沟通方式对食物浪费行为的影响机制分析

- 9 -

食物浪费行为发布式沟通

主观规范

0.1833 -0.3725

-0.0673，-0.1400

图 2 主观规范在发布式沟通和食物浪费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注：以发布式沟通为自变量，以主观规范为中介变量，以食物浪费量为因变量进行回归时，发布式沟通对主观规

范的回归系数为 0.1833，在 10%的水平上显著；主观规范对食物浪费量的回归系数为-0.3725，在 1%的水平上显著；

发布式沟通对食物浪费量的直接效应为-0.0673，不显著。但以发布式沟通为自变量，以食物浪费量为因变量进行回归

时，发布式沟通对食物浪费量的回归系数为-0.1400，在 10%的水平上显著。

本文采用相同的方法考察责任感在反馈式沟通影响食物浪费行为过程中的中介作用。Bootstrap

的抽取次数选择为 5000，本文以反馈式沟通为自变量，以责任感为中介变量，以食物浪费量为因变

量，以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和户籍归属为协变量进行回归。结果显示（见图 3），反馈式

沟通通过责任感影响食物浪费行为的间接效应（回归系数为-0.1875）在 95%的置信区间上[-0.3371，

-0.0715]显著。反馈式沟通对食物浪费行为的直接效应不显著（回归系数为-0.0055，p > 0.05）。这表

明，责任感在反馈式沟通对食物浪费行为的影响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即假说H2b得到验证。

0.2181

食物浪费行为反馈式沟通

责任感

-0.8596

-0.0055，-0.1820

图 3 责任感在反馈式沟通和食物浪费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注：以反馈式沟通为自变量，以责任感为中介变量，以食物浪费量为因变量进行回归时，反馈式沟通对责任感的

回归系数为 0.2181，在 1%的水平上显著；责任感对食物浪费量的回归系数为-0.8596，在 1%的水平上显著；反馈式

沟通对食物浪费量的直接效应为-0.0055，不显著。但以反馈式沟通为自变量，以食物浪费量为因变量进行回归时，反

馈式沟通对食物浪费量的回归系数为-0.1820，在 5%的水平上显著。

（三）实验三

1.被试与实验设计。实验三的目的是考察领导意识对发布式沟通与主观规范之间关系的调节作

用和怀旧意识对反馈式沟通与责任感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通过“问卷星”网站共发放 200份问卷，

问卷由该网站随机向网民推送，排除填写不完整、对沟通方式操纵失败的问卷，收回有效问卷 161

份，回收率 80.50%。有效问卷中被试的平均年龄为 25.12岁（SD=3.85），其中，男性占 39.80%，

女性占 60.20%。具体的实验操作程序为：被试被随机分配到发布式沟通或反馈式沟通两组中的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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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首先在早上 9点告知被试仔细阅读沟通方式的刺激材料，随后发布式沟通组完成领导意识的

测量，反馈式沟通组完成怀旧意识的测量，最后发布式沟通组完成主观规范的测量，反馈式沟通组

完成责任感的测量。

2.变量操纵与测量。实验三也采用与实验一相同的材料来操纵沟通方式，根据“此种沟通方式

是哪种沟通方式”来衡量沟通方式的操纵是否成功。测量采用 7点李克特评分，赋值方式与实验一

相同。

领导意识的测量问卷改编自陈文沛（2011）的领导意识问卷，问卷共包含 3个题项，即“我认

为，我有相当强的个人能力”“我比大多数人更独立自主”“别人经常向我征求意见，我不太征求他

人的意见”。怀旧意识的测量问卷也改编自陈文沛（2011）的怀旧意识问卷，问卷共包含 3个题项，

即“我不想让我自己像过去一样”“技术进步将会把我们带入更美好的未来”“从历史看，人类社会

的福利事业一直在稳步改善”。测量均采用 7点李克特评分，1代表完全不同意，7代表完全同意。

分值越大，表示被试同意的程度越高。领导意识和怀旧意识的 Cronbach’s α系数值分别为 0.60、0.79，

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

实验三使用与实验二相同的问卷来测量主观规范和责任感。在本实验中，主观规范和责任感的

Cronbach’s α系数值分别为 0.72、0.87，表明量表具有很高的信度。

考虑到个体的领导意识、怀旧意识与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会存在较大的关联，以及个体的

主观规范和责任感会受到户籍归属、收入等因素的影响，本文将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收入、

户籍归属视为可能对食物浪费行为产生系统外影响的变量并加以控制。

3.分析与结果。在实验三中对沟通方式进行操纵，结果显示，对于发布式沟通和反馈式沟通的

操纵是成功的，两种情境有显著差异（M 发布式沟通＝2.89，M 反馈式沟通＝5.71，F(1,159) = 135.91，p < 0.001）；

并且两组被试的人口统计学变量均无显著差异（见表 3）。

本文采用层次回归方法（参见温忠麟等，2006）对假说 H3a和H3b进行验证。为检验H3a，本

文依次将协变量（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户籍归属）、发布式沟通（自变量）、领导意识

（调节变量）、发布式沟通与领导意识的交互项引入因变量为主观规范的回归模型中。回归结果（见

表 4）表明，发布式沟通与领导意识的交互项显著（回归系数为 0.225，p < 0.05），说明领导意识的

调节效应显著，假说H3a得到数据支持。

表 3 实验三中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

变量
全部（n=169） 发布式沟通（n=91） 反馈式沟通（n=70）

F值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性别

年龄（岁）

受教育程度

月净收入（元）

户籍归属

0.400

25.120

4.400

1595.490

0.500

0.491

3.853

0.832

1111.740

0.502

0.410

25.320

4.470

1590.460

0.510

0.494

3.921

0.899

1225.029

0.503

0.390

24.870

4.310

1602.270

0.490

0.490

3.776

0.733

946.834

0.503

0.071

0.532

1.435

0.004

0.061

注：所有的差异均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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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领导意识对发布式沟通与主观规范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的层次回归分析结果（n=91）

回归系数 t值 p值

性别 0.201 0.764 0.447

年龄（岁） 0.033 0.975 0.332

受教育程度 -0.005 -0.033 0.973

月净收入（元） 4.992E-05 0.469 0.640

户籍归属 -0.222 -0.885 0.379

发布式沟通 -1.156** -2.217 0.029

领导意识 -0.710** -2.279 0.025

发布式沟通×领导意识 0.225** 2.371 0.020

R² 0.108

注：**表示 5%的显著性水平。

为检验H3b，本文依次将协变量（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户籍归属）、反馈式沟通（自

变量）、怀旧意识（调节变量）、反馈式沟通与怀旧意识的交互项引入对因变量为责任感的回归模型

中。 结果表明（见表 5），反馈式沟通与怀旧意识的交互项显著（回归系数为 0.199，p < 0.05），说

明怀旧意识的调节效应显著，假说H3b得到数据支持。

表 5 怀旧意识对反馈式沟通与责任感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的层次回归分析结果（n=70）

回归系数 t值 p值

性别 -0.049 -0.279 0.781

年龄（岁） -0.034 -1.432 0.158

受教育程度 0.081 0.682 0.498

月净收入（元） -4.980E-05 -0.536 0.594

户籍归属 0.038 0.209 0.835

反馈式沟通 -0.893* -1.787 0.079

怀旧意识 -0.876 -1.658 0.103

反馈式沟通×怀旧意识 0.199** 2.225 0.030

R² 0.318

注：**、*分别表示 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

为了进一步表明得到数据支持的领导意识的调节作用，按照Aiken andWest（1991）的建议，

将领导意识按照平均值加一个标准差和减一个标准差分成高分组和低分组，分别代表强领导意识组

和弱领导意识组，展示各自发布式沟通与主观规范的关系。如图 4所示，相较于领导意识弱的个体

而言，发布式沟通对领导意识强的个体的主观规范的影响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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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发布式沟通与领导意识的交互对主观规范的影响

同样地，为了进一步表明得到数据支持的怀旧意识的调节作用，按照Aiken andWest（1991）

的建议，将怀旧意识按照平均值加一个标准差和减一个标准差分成高分组和低分组，分别代表强怀

旧意识组和弱怀旧意识组，展示各自反馈式沟通与责任感的关系。如图 5所示，相较于怀旧意识弱

的个体而言，反馈式沟通对怀旧意识强的个体的责任感的影响更大。

图 5 反馈式沟通与怀旧意识的交互对责任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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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讨论

（一）主要结论

本文研究围绕“不同沟通方式如何影响食物浪费行为”这一核心问题，运用准实验法探讨了沟

通方式、主观规范、责任感与食物浪费行为之间的关系，并且验证了领导意识对发布式沟通与主观

规范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以及怀旧意识对反馈式沟通与责任感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本文主要结论

及其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不同类型的沟通方式对食物浪费行为的影响。相较于发布式沟通，反馈式沟通能更有效地减

少食物浪费量。本文探讨了沟通方式与实际食物浪费量之间的关系，说明反馈式沟通是减少食物浪

费的有效措施。

2.不同类型的沟通方式对主观规范、责任感以及食物浪费行为的影响。发布式沟通增强个体的

主观规范，反馈式沟通增强个体的责任感。本文将沟通方式以及个体的主观规范和责任感纳入食物

节约行为研究，揭示了发布式沟通和反馈式沟通情境下个体不同的心理感知机制，并揭示了主观规

范、责任感在沟通方式与食物浪费行为的关系中起到了中介作用，从而厘清了个体减少食物浪费行

为的生成机理。发布式沟通通过增强个体的主观规范进而引发个体减少食物浪费行为，而反馈式沟

通则通过增强个体的责任感进而引发个体减少食物浪费行为。

3.生活方式调节了不同沟通方式与主观规范、责任感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发现，生活方式中的

领导意识显著调节发布式沟通与主观规范之间的关系。对于领导意识强的个体而言，发布式沟通对

主观规范的影响更加显著。生活方式中的怀旧意识对反馈式沟通与责任感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显著。

对于怀旧意识强的个体而言，反馈式沟通对责任感的影响更加显著。

（二）理论意义

本文的理论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本文揭示了沟通方式对食物浪费行为的影响，丰

富了对食物浪费行为的理论解释。本文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沟通方式会推动个体减少食物浪费行为，

为进一步开展食物浪费行为研究进行了有益探索。

第二，本文发现了沟通方式推动个体减少食物浪费行为的作用机制。本文研究表明，发布式沟

通通过增强个体的主观规范进而减少其食物浪费行为，反馈式沟通通过增强个体的责任感进而减少

其食物浪费行为，从而明确了沟通方式与食物浪费行为之间的中介，丰富了个体层面食物浪费行为

的生成机制研究。

第三，本文发现，生活方式（领导意识和怀旧意识）是沟通方式与主观规范、责任感之间关系

的重要调节变量，加深了对于食物浪费行为的理解并有利于减少个体的食物浪费行为。

（三）研究局限与展望

虽然在研究过程中努力追求科学性，但是，本文研究仍然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食物浪费量

的测量采用的是自我报告的浪费量，可能与实际的浪费量之间存在一定偏差。其次，本研究通过文

字刺激材料模拟现实场景，通过准实验方法来验证假设，与真实情景有一定差距，可能导致测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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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误差。因此，接下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不同沟通方式对个体实际食物浪费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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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Roads Lead to Rome: The Impact of Communication Types on Food
Waste Behavior

Liao fen Qing Ping Sun Shan Liu Beibei

Abstract: Food waste has become a worldwide problem.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reduce food waste, it is necessary to understand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communication types on food waste behavior. This study finds that communication significantly

reduces food waste, and reveals its influencing mechanisms. Two types of mechanisms exist, release-type communication and

feedback-type communication. The former can improve subjective norms, which further leads to food waste reduction, while

the latter can enhance th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leading to food waste reduction. Lifestyle regul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munication types, subjective norms and th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Individuals with a rather low awareness of

leadership are more likely to enhance subjective norms when it comes to release-type communication, while those with a strong

feeling of nostalgia tend to feel more responsibility when it comes to feedback-type communication.

KeyWords:Release-type Communication; Feedback-type Communication; FoodWaste Behavior; Lifestyle


